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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要
統計學方法在社會學中的運用已經成功地走過了半個世紀，它對提高社會學這門學科的科學研究水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根據研究者所使用的資料類型的不同，我將戰後統計學方法在社會學中的應用過程分為三個層疊的時期。第一代統計方法起於1940年代晚期，研究者主要運用交互表(cross-tabulations)的方法，同時對關聯測量 (measures of association)和對數線性模型(log-linear models)傾注了許多心血，可以說這是社會學對統計學貢獻最大的一個領域。第二代統計方法始現於1960年代，這一時期的研究者主要面對的是個體層次的調查資料，同時他們將注意力集中在具有線性結構關係(LISREL)的因果模型和事件史分析(event history analysis)上。第三代統計方法在1980年代晚期就已經初現端倪，研究者所處理的資料已經不能簡單地歸入上文所述的任何一個範疇。一方面是因為這些資料都具有與眾不同的形式，比如文本和口述，另一方面是因為在與空間的和社會網的資料聯繫時，依賴性已經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方面。儘管有許多新的挑戰，但用統計學方法研究這一領域的條件已經成熟，最近，幾個主要的研究機構已經開始在統計學和社會科學領域展開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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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為了紀念千禧年的來臨，美國統計學會月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刊登了一個由大約50篇短文組成的連載，每篇短文都著力概括統計學中的某一領域在即將過去的一個世紀所取得的進展。這一計畫的初衷在於將統計學中一些最優秀的成果做一總結，並且突出未來研究中的具有潛力的領域。我寫作了有關統計學在社會學中應用的那篇論文(Raftery,2000)。其他幾篇相關的論文或許會對那些對社會學方法論感興趣的讀者有幫助，這些文章涵蓋了列聯表(contingency table)，對數線性模型(Fienberg,2000)，因果推理在社會科學中的應用(Sobel,2000)，人口學(Xie,2000)，政治學方法論(Beck,2000)，計量心理學(Browne,2000)，經驗方法在法律科學中的應用(Eisenberg,2000)等諸多領域。
在我這篇論文的初稿問世後，許多同事都對我的文章發表了評論，其中有許多評論正確地指出了我在文章中不慎遺漏的該領域的一些重要發展。然而，由於美國統計學會月刊給我的篇幅有限，我不可能將這些遺漏的部分全部補充進來。幸運的是，社會學方法論(Sociological Methodology)編輯Michael Sobel和Mark Becker請我撰寫一篇在此基礎上有所擴展的專題論文，或許這篇論文能夠為這一不斷發展的研究領域提供一個更為合適的概括。
社會學起源於十九世紀中期，孔德（他首先引進了“社會學”一詞），馬克思，韋伯和塗爾幹圍繞著工業革命後新出現的社會，寫下了一系列具有奠基意義的著作。社會學從一開始就使用了定量的研究方法。孔德，這位學科的奠基人，清晰的意識到這門學科應該以統計資料為基礎。而塗爾幹的《自殺論》更是成為了廣泛運用統計資料的典範。
然而，在二戰以前，可供研究的資料都顯得支離破碎，統計方法也比較簡單，僅僅停留在描述性統計的層次上。經過仔細的考證Camic和Wilson(1994)認為，Franklin H. Giddings是美國定量社會學之父。Giddings於1894年在哥倫比亞獲得社會學教授職務，1931年逝世，他將社會學界定為研究集體層面社會現象的一門學科。他認為在很大程度上社會學中的統計分析是將諸多的個體分成不同的類別，同時發現每一類別的平均特徵。從現代統計學角度來看，缺乏對變化的考察是他著作的一個最為顯著的特徵。
從那以後，研究用的資料變得越來越複雜，同時統計方法也在不斷發展，以適應資料分析的需要。這時期的統計學方法的發展，有許多是要歸因於社會學家而非統計學家的努力。Clogg(1992)以及他文章的評論者們有力的論證並且記述了這一點。這種情況部分反映了一個事實，即致力於研究社會學問題的統計學家的數量相對較少。更多的統計學家傾向於關注藥物學，工程技術以及生物科學方面的問題。這或許反映了在二十世紀後半期不同學科間研究資金分佈的不平衡狀況。然而，最近有跡象表明這一情況正在發生變化，我將在本文的結尾論述這個問題。
在過去的五十年中，社會學總的趨勢是向更為嚴格、清晰的假設；更大更詳細的資料集合發展；為了擬合數據，統計模型變得越來越複雜；主要社會學期刊所發表文獻的統計分析水準也在不斷提高。統計方法在社會學領域成功地走過了半個世紀，使得該學科研究的科學水準有了極大的提高。
社會學中廣泛的使用了各種各樣的統計學方法和統計模型。在這裏，我將集中考察那些由社會學家發展的，直接由社會學問題所引致的，或者首先在社會學期刊上發表的那些統計學成就。許多其他的方法，比如邏輯斯蒂回歸等適用於有限數量的因變數的方法，雖然也廣泛的應用於社會學研究，但是他們是首先在其他的學科中為解決其學科自身的問題而發展出來的。有鑒於此，儘管這些方法很重要，但我們在這裏也僅對他們做一簡要介紹。
對於從計量經濟學而不是從統計學中引入到社會學研究中的統計方法，本文省略了與其相關的討論。這或許對從另一個角度來討論這一問題有所幫助。計量經濟學對社會學方法論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甚至有些人說這種影響比來自統計學本身的影響更為強大，但是在這裏除了個別情況，我將不對這種重要的影響發表評論。
為了避免引起爭論，我將根據社會學中不同的統計方法所針對的資料類型，而不是根據這些方法本身對他們加以分類。我將區分出戰後統計學在社會學中應用的三個不同的階段。每一階段的劃分都是根據他們通常所適用的資料類型做出的：交互表，單位水準的統計資料，以及種種新的資料形式。就像現實中的代際一樣，這三代統計方法前後層疊，而且它們之間的界限也並非十分明晰。雖然這些方法代表著不同的成熟水準，甚至關於他們的起點也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界定，但是今天這些方法都依然保持著活力。
在二戰後開始的這一時期，社會學家們所使用的許多資料都是在調查和普查的基礎上以交互表的形式呈現的。我在文中所要討論的第一代統計方法就是以這種方式處理資料的。通常說來，這類交互表都只包含很少的變數，例如性別，年齡組以及職業分類。社會流動表可以稱得上是這種方法中的經典之作。這一領域或許是社會學家對統計學貢獻最大的地方。實際上，我們可以說是社會學家們主導了這一分支領域，他們發展出來的這些方法已經超出了社會學領域滲透到其他的學科的研究工作當中。Schuessler(1980)所作的調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第一代方法所取得的成就。
1960年代早期，社會學家已經不必再依賴於計數的交互表了，來自含有多個變數調查的個體層次的資料越來越容易獲得。計算能力也已經發展到能夠輕而易舉地處理這些資料的水準。第二代的統計方法正是針對處理這類資料而發展出來的。Blau和Duncan的有廣泛影響力的著作美國的職業結構(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為這一代的統計方法披上了金色的外衣，而1969年《社會學方法論》(Sociological Methodology)以及1972年《社會學方法與研究》(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等發表視窗的建立，更為這一方法增光添色。Edgar Borgatta一手創立了這兩份刊物，當他創立第二份刊物時，《社會學方法論》已經遠不能滿足日益增多的投稿和發表的需要了。這些發展標誌了社會學定量研究方法的新時代的到來。
1980年代晚期，社會學家們勾畫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計畫，就是對那些難以符合標準交互表和資料矩陣要求的資料類型進行統計分析（儘管在有些情況下，這些資料也可以被強行歸入這些類別中）。這些資料包含了文本(text)或敍述(narrative)，以及依賴性很強的資料，比如社會網的資料和具有空間參照特性的資料。這其中還包含了一些含有多類型變數的資料集，比如衛星圖片，人種學的紀錄和其他一些定量測量資料。第三代的統計方法正是為了處理諸如此類的資料而發展出來的。或許是每一個新事物的優點，迄今為止，這一代方法保持著它們的活力，包含了大量的令人激動的想法和進展，但是他們還未形成前兩代統計方法所具有的成熟、完備的形式。
我對社會學中所應用的統計學方法的分類是根據不同方法所處理的資料類型做出的，而不是以方法本身的類型為標準，但這並不意味著目前研究生課程的編排有什麼問題。或許為了訓練的方便和有效，社會學的主要方法傾向於按照不同的類別組織在一起，比如回歸模型(regression model)，有限因變數模型(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 model)，對數線性模型(log-linear model)，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事件史分析等等。然而，我發現要分辨統計學方法以往的發展趨勢以及構想未來的發展，從最初引致這些方法產生的資料的類型入手或許是一條捷徑。
過去的五十年間，我們已經走過了一條漫長的道路。今天，許多社會學研究都是以巨大的高品質的調查樣本為基礎進行再分析的。他們較多的利用在公共基金資助下收集的或者是對研究者公開的資料庫，這些資料庫通常都有著5000到20000，甚至更大的樣本規模。這為複證結果提供了一條簡便的道路，同時也有助於社會學建立起可以與自然科學或醫藥科學相媲美甚至高於這些學科的科學標準。或許受以上因素的影響，社會統計學在最近成為了一個迅速擴展的研究領域，許多重要的研究機構也都在最近幾年開始了他們對這一領域的探索。
2 第一代統計方法:交互表(Cross-Tabulations)
2.1 分類資料的分析(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
定量社會學家們分析的許多資料最初都是以交互分類表的形式出現的，所以毫不奇怪這一領域成為了社會學家對統計學貢獻最大的地方。交互表分析中的經典的例子是社會流動表，這類表格通常具有兩個維度，即應答者的職業類別與應答者父親的職業類別，而職業類別的數量通常在5個到17個之間。
最初的研究焦點是關聯程度的測量，在社會流動領域他們稱之為流動指數(Glass, 1954; Rogoff, 1953)，然而這些指數不能對結構流動與交互（或稱為迴圈）流動進行區分。為了解決流動表分析中的這一關鍵問題，研究者需要為這些交互表建立一個清晰的概率模型。為此，Birch針對觀察值{xij}提出了一個對數線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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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代表行，j代表列，u1(i)和u2(j)分別代表行和列的主效應，u12(ij)是交互項，用來測量對獨立性的偏離。這一模型為所有需要對社會流動表和相似表格進行嚴格的分析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總體的框架。然而，模型(1)的原型在分析社會流動和其他相似的交互表時遇到的困難是參數的數量過大，以至於不能進行推論和解釋。比如美國的資料庫通常使用的分類有17個，因此交互項中就包含了16²=256個參數。
要改進這一模型，就要使模型的交互項儘量簡約（即含有較少的參數），同時又使模型能夠擬合數據。在這方面，Duncan(1979)和Goodman(1979)提出了一個成功的解決方案，即關聯模型(associ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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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若i=j，則δ(i,j)=1；若i≠j，則δ(i,j)=0。在模型(2)中，αi(m)是第i行在第k個維度上的取值，βj(m)是在第j列的對應值。這些值既可以事先具體化，也可以從資料中估計出來。最後一項允許在對角線方向上有不同的關聯強度。（模型(2)是未經確認的書寫形式，可能還有各種各樣的確認條件）這個模型常被稱為RC(M)模型。目前的應用中大多數情況下都是M為1，而在社會學實際應用中最早在模型中取M>1的是Clogg, Eliason和Wahl(1990)進行的對勞動市場經歷和勞動力成果的研究。
Goodman(1979)最初發展這一模型時，是將其作為用本地優比(Local Odds Ratio)描述關聯程度的一種方法。Goodman(1985)表明這一模型與規範的相關和對應分析有緊密的聯繫，並且為這些方法提供了一個頗具發展潛力的框架。在對類別進行排序時，在αi=βi=I的條件下，這個標準的關聯模型是一個有用的分析起點(Haberman,1979)。在這個模型中，所有的2×2子表的優比都相等，因此當Υ=Υk時，這可以被看作二元正態分佈的一個非連續的近似。
表1：觀察頻次來源於美國社會流動最大規模的研究，期望頻次來源於自由度為4的Goodman關聯模型。樣本規模19，912。來源：Hout(1983)。
	子代職業 

	
	高級
非體力勞動
	低級
非體力勞動
	高級
體力勞動
	低級
體力勞動
	農業勞動

	父代職業
	Obs.
	Exp.
	Obs.
	Exp.
	Obs.
	Exp.
	Obs.
	Exp.
	Obs.
	Exp.

	高級
非體力勞動
	1414
	1414
	521
	534
	302
	278
	643
	652
	40
	42

	低級
非體力勞動
	724
	716
	524
	524
	254
	272
	703
	698
	48
	43

	高級
體力勞動
	798
	790
	648
	662
	856
	856
	1676
	1666
	108
	112

	低級
體力勞動
	756
	794
	914
	835
	771
	813
	3325
	3325
	237
	236

	農業勞動
	409
	386
	357
	409
	441
	405
	1611
	1617
	1832
	1832


表1展示了一個簡化後的美國社會流動研究的真實案例，擬合數據都是通過關聯模型得到的，該模型解釋了表中99.6%關聯性，因此它的成功是顯而易見的。Hout(1984)擴展了這一模型的適用範圍，在職業類別的性質等問題上，他使用模型(2)把取值(score)和對角項(diagonal terms)轉換成取值的和或者協變數的積。這是對Birch(1965)的線性交互模型(linear-by-linear interaction model)的一個擴展。
這種方法也將研究者的以簡潔和可解讀的方式，類比相對更高維度和類別更多的交互表的願望變成可能。並且它還成就了許多重要的發現，其中包括Hout(1988)得到的美國社會的流動性近年來在不斷增加的發現。這一個細緻的發現是在具有複雜性質的資料基礎上做出的，如果沒有使用關聯模型的方法這一成果將是很難獲得的。Ganzeboom、Luijkx和Treiman的研究進一步證實和推進了這一實質性的成果，這一研究依據的是從同一時點的不同國家收集的幾百個社會流動表，研究者發現，在二十世紀後半期工業化國家的社會流動性在以每年1%的速度增加。
Biblarz和Raftery(1993)以及Biblarz，Raftery和Bucur(1997)將這一模型應用到更高維度的流動表中，用以研究不完整家庭的社會流動性。他們所用的流動表包含有父親職業、子代職業、性別、種族、年代等5個維度，共計約7000個單元。在這種情況下，標準的對數線性模型不能獲得任何資訊，但是使用關聯模型並且對以前模型進行擴展後，卻可以得到可解讀的結果，參數估計和結論。他們的研究表明，不完整家庭(nonintact family)的職業相似性比完整家庭的職業相似性弱，在不完整家庭中，由工作的單親母親撫養的子女在職業繼承方面平均說來要優於其他類型的不完整家庭中的子女。從1960年代到1990年代，儘管家庭結構，職業分佈，兩性和種族之間的關係，及其職業和勞動力的地位等方面都發生了許多變化，但是這種流動模式在本質上保持了穩定。其他一些應用對數線性模型和與它相聯繫的模型的重要案例包括了對性別區隔的分析(Charles and Crusky,1995)和對同等地位群體內部的婚配問題的研究(Kalmijn,1991)。從社會學開始，關聯模型的使用已經逐漸擴展到其他的學科中，例如流行病學的研究(Becker,1989)。
對二維以上的交互表進行分析的一個基本原因是要評估二維的關聯性如何依照第三個（或其他幾個）維度變化的。Yamaguchi(1987)和Xie(1992)提出了高維度關聯模型的具體形式，而Goodman和Hout(1998)在此基礎上進行了綜合和擴展。後一種方法的一個十分吸引人的特點是它能以圖形的形式展現結果，這為解讀分析中所出現的更為複雜的資料和模型參數提供了方便。
這些模型適用於對不連續的獨立變數進行分析。而在分析由連續的獨立變數組成的交互分類的依賴性方面，Sobel(1981,1985)的對角流動模型(diagonal mobility models)或許是最為成功的。這一方法被廣泛的應用於各個領域，比如對婚姻生育(marital fertility) (Sorensen, 1989)，文化消費(De Graaf,1991)，和投票行為(Weakleim,1992)的研究。
模型(1)和模型(2)背後所潛藏的基本原理，可以通過另一個直觀的方式表達，這一方式是根據邊緣分佈(marginal distribution)而不是根據模型(1)中的主效應進行的。由此產生的邊緣模型(marginal model)為研究邊緣分佈和優比開闢了道路，這為非對數線性的聯合分佈提供了一個新的模型(Lang and Agresti, 1994; Becker,1994; Becker and Yang,1998)。這類模型在社會學中的首次應用便是為了模擬社會流動(Sobel, Becker and Minick,1998)。
2.2 潛在類別模型(Latent Class Model)
解決類似的紛繁複雜問題的另一個途徑是使用潛在類別模型(Lazarsfeld,1950;Lazarsfeld and Henry,1968;Goodman,1974a,b)。它的基礎形式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有限個分佈的集合體，該集合體中每一個分佈所包含的不同的變數都是獨立的。這種模型被用來分析可觀察的多變項離散資料的關聯性，這種方法的最初的動機與用因數分析來處理多變項連續資料的想法相類似。
Hagenaars(1988,1990)擴展了潛在類別模型的使用範圍，使得在那個多分佈集合體中的每一個組成部分都不獨立。這一模型的應用實例已經有相當的數量。Clogg(1995)對這一研究領域進行了總結。最近，Roeder，Lynch和Nagin(1999)用這一模型完成了一項有趣的犯罪學方面的研究。
這一基礎模型已經在其他的情況中被使用和簡化。Chickering和Heckerman(1997)在潛藏了一極後將它簡化為Bayesian圖示模型。這種簡化式使得用潛在類別模型研究多變數關係時比較容易做出估計，同時它可以方便地在某些個體含有缺失資料的情況下對模型進行估計，此外它還能夠對缺失的資料做出推斷。Celeux和Govaert(1991)使用了同一個基礎模型來聚合多變項離散觀察值，從而為分析大量變數做好了準備。
2.3 假設核對總和模型選擇(Hypothesis Testing and Model Selection)
社會學家通常所使用的樣本所包含的個案規模都在數千個左右，因此他們較早碰到了一個問題，即標準的p值在樣本量相當大的情況下也可能意味著對無差異假設的拒絕，甚至當原模型在理論上看有意義，而對資料考察卻不能揭示任何有意義的差異時也是如此。這一問題與下面兩個問題結合在一起，首先在通常情況下存在很多模型而不僅是在進行顯著性檢驗時我們所正視的那兩個模型。其次我們是用逐步比較法還是用多項比較的方法對模型進行篩選(Goodman,1971)。到1980年代早期，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一些社會學家在當基於P值的檢驗得到的結果看起來有悖於直覺時，索性忽略這一結果。另外一些研究者則更多地使用模型篩選的方法，而不再對模型和資料之間的不一致進行理論性的思考或非正規的評價(Fienberg and Mason, 1979; Hout, 1983, 1984; Grusky and Hauser,1984)。
後來有人指出，使用模型篩選比用Bayes因素法能更有效的處理這一問題(Ragery, 1986a)。研究者可以通過選擇BIC(BIC=Deviance-自由度*log(n))值比較小的對數線性模型，用近似的方法解決這一問題(Schwarz,1978;Ragery,1986b)。對於嵌套的假設，這種做法可以被看作是在確定一個檢驗的顯著性水準，這以顯著性水準將會隨著樣本規模的擴大而減小。從此以後，許多社會學研究在使用對數線性模型時都應用了這一方法。Kass和Wasserman (1995)表明在對模型參數進行估計時使用的Bayes先驗分佈是個體資訊先驗分佈時，即與一個“典型”觀測包含了同樣多資訊的一個有限分佈時，這種近似方法還是十分精確的。而Raftery(1995)則闡明了將這種方法拓展到其他更多的模型中的策略。
Weakliem(1999)對BIC的使用做了批評，他認為在實際中BIC所對應的個體資訊先驗分佈過於分散，如果在此基礎上使用BIC的話，將會導致BIC在多數情況下對無差異假設有利。然而，Raftery(1999)指出個體資訊先驗分佈的確為調查者已知的先驗資訊了一個合理的代表，尤其在當調查者事先有一些，但不是很多關於他所估計模型的參數值資訊時更是如此。如果調查者有更多的資訊的話他將有一個更為緊湊的先驗分佈，這樣他就有了一個在用BIC不能拒絕無差異假設時，拒絕該假設的基礎，但這要建立在先驗資訊而不是資料的基礎上，同時在任何一篇報告中這一點都要被明確的指出來。BIC提供了一個保守的評價標準：人們可以對任何效果的實際意義更有信心，證明這些實際效果存在的資訊都受到BIC的有利的支持。Weakliem的論述可以被看作是在暗示如果真實的先驗資訊確實可資利用的話，它就應該被利用，對此我表示贊同。在先驗資訊反映實際可用資訊的基礎上使用Bayes因素法時，這樣做可以使對數線性模型以及其他的普通線性模型的應用變得簡單。
3 第二代統計方法:個體層次的調查資料(Unit-Level Survey Data)
第二代統計模型是在個體層次的調查資料出現的基礎上應運而生的，這些由獨立的個體層次的資料構成巨大的資料矩陣。線性回歸模型和由它拓展成的通徑模型，結構方程模型，廣義線性模型和事件史模型是分析此類資料的大多數成功模型的基礎。但是，在僅對變數的分佈而不是他們的估計值進行研究時，非參數模型則更為有效(Morris,Bernhardt and Handcock ,1994;Bernhardt, Morris and Handcock,1995; Handcock and Morris, 1998,1999)。我們將從回顧職業地位測量的發展開始，因為這一領域的研究為第二代統計方法的成長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
3.1 對職業地位的測量(Measuring Occupational Status)
職業地位是社會學中的一個重要的概念，這個研究領域的標誌性的成就便是發展出一套實用的，對職業地位進行連續測量的方法。這對於社會統計學方法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從1960年代開始，一些學者對工作給人們所帶來的可資利用資源和社會後果十分感興趣，他們在研究這一問題時廣泛地使用了回歸模型和其他相關的模型。這些方法論的取向迅速擴展到該學科的其他研究領域當中。
當1940年代對職業地位的全國性調查剛剛開始時，職業地位這一概念被等同於職業聲望。然而，這類調查僅能對每十年進行一次的人口普查中的上百項職業分類中的一小部分進行測量。為了填補1960年的人口普查中其他職業分類的聲望值的空白，Duncan(1961)選擇了45種職業進行了聲望值的回歸分析，因為在這些職業類別中能夠測量出完成了高中學業的在職者比例和收入在一萬美元以上的在職者比例。他發現預測結果非常好(R2=0.91)，兩個預測因素有著幾乎相同的權重值。在此基礎上，他對1960年普查中區分的所有職業都賦予了一個聲望值，這一數值被稱為Duncan社會經濟指數(SEI)；SEI後來被認為是一個優於聲望值本身的，能夠衡量各種社會成就(social outcome)的預測值。後來Duncan根據幾次人口普查分類資料對他最初的結論做了數次修改(Featherman and Stevens,1982; Nakao and Treas,1994；Hauser and Warren,1997)，但是最近這一結論在概念和經驗的基礎上都受到了批判(Hauser and Warren,1997; Warren, Sheridan, and Hauser, 1998)。
在許多社會科學研究中，尤其是在經濟學中，當前的收入被用來作為社會成就的一個預測因素，但是有更多的論據表明應該使用職業地位這一因素進行預測。職業地位已經被證明是一個具有良好性質的預測諸多社會成就的因素。因為工作和職業可以被精確地測量，相比之下收入或者財富的測量因為受到拒答、回憶和可靠性等問題的影響而變得不準確。在職業和代際之間，職業地位比收入更能保持長時期的穩定性。這意味著職業地位在作為指示長期或者永久性收入因素時，比當前收入本身更有代表性。此外，職業地位在時間維度上和在不同的國家之間都保持了相當的穩定性(Treiman,1977)。
3.2 結構方程模型的諸多應用(The Many Use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圖1展示的是Blau和Duncan(1967)的職業獲得(occupational attainment)基本通徑模型的核心部分。可參見Duncan(1966)。Wright(1921)引進了通徑分析，Blalock(1961)針對社會科學研究的需要對這一分析進行了拓展，插入了因果推理的分析。結構方程模型的一個重要的用途和目的就是將總影響分解為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Alwin和Hauser(1975)在嘗試將這一方法應用到對社會學資料的分析的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對這一方法的批評參見Freedman(1987)和Sobel(1998)。下文的第3.8節詳細介紹了有關社會科學中因果推理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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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一個著名的通徑分析模型，即對1962年美國社會分層的過程的研究。從一個變數指向另一個變數的箭頭上的數位是回歸係數，V和X之間的相關係數為0.516。沒有起點的箭頭上的數字是殘差。
來源：Blau and Duncan(1967)。
我們常常不能直接觀察因果模型中我們所感興趣的變數，但是其他的可觀測的變數可以被視為是那些不可測量變數的間接測量或者結構因素，例如偏見(prejudice)，疏離(alienation)，保守主義(conservatism)，自尊(self-esteem)，歧視(discrimination)，動機(motivation)或者能力(ability)。Joreskog(1973)用一個含有潛在變數的結構方程模型的最大似然估計來解決這一問題。這通常被稱為線性結構關係(LISREL)模型，這一名稱來自Joreskog的軟體。Duncan(1975)在向社會學界介紹這些想法的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Long(1984a,b)和Bollen(1989)提供了一個適合於社會學家使用的出色文本。圖2展示的便是應用此種方法的一個典型模型；這一分析的目標在於核對總和估計圖中以粗箭頭代表的無法觀測的潛在變數間的關係強度。像圖1和圖2這樣的圖表已經被證明對社會學家分析理論和假設，建立因果模型來說十分有幫助。

圖2：用以檢驗假設的結構方程模型的一部分，該假設認為，通過學習得到的關於過失的定義導致了過失行為的發生。主要目的是為了核對總和估計圖中粗箭頭所代表的關係。研究者所關注的定義與過失行為之間的關係不能被直接測量，但是卻可以對方框中的變數進行測量。來源：Matsueda and Heimer(1987)。
對線性結構關係框架的擴展和應用已經超出了這一方法的最初目的。Muthen(1983)將它擴展到對分類變數的研究中，Muthen(1997)展示了如何在縱貫資料的分析(longitudinal data)，增長曲線模型和多層次資料(multilevel data)分析中應用這一方法。Kuo和Hauser(1996)採用來自雙胞胎的資料來控制未被觀察到的可能影響其社會經濟成就的家庭方面的因素，並且他們將得出的隨機效果模型(random effects model)插入到一個線性結構關係框架中。
Markov圖表模型(graphical Markov model)是在用條件獨立性而不是類回歸關係(regression-like relationship)的方法對結構方程模型進行簡化的基礎上產生的。它對於多變數獨立性分析十分重要，儘管在社會學家看來它的解釋力有限。但在通過一個因變數系統生產其他變數的資訊，以得到關於其他不能觀測變數的資訊方面，這一方法很有幫助。例如，在組建醫療診斷專家系統等一些類似應用中這一方法顯得十分需要。但是在社會研究中這些方法至今還很少被應用於推斷和建模方面。這或許是由於社會學的假設多是用回歸或因果關係，而不是用變數間的條件獨立方式表達的原因造成的。
Markov圖表模型和結構方程模型之間的關係已經開始為人們所瞭解(Koster,1996, Spirtes,1998)。同時，線性結構關係看起來也比較適合於Gibbs抽樣和馬爾可夫鏈之蒙特卡羅方法(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method, MCMC) (Gilks, 1996)，這似乎給這一框架的應用提供了一個很大的空間(Raftery,1991; Arminger,1998; Scheines, Hoijtink and Boomsma,1999)。
3.3 事件史分析(Event History Analysis)
個體層次的調查資料通常包含或者允許進行生活史的重構。其中含了某些重大事件，比如結婚，離婚，出生，入獄和出獄，工作變化以及進入和脫離福利保障的發生時間。
1972年以前，在分析一個事件(比如死亡)發生的時間分佈和它的影響因素時，通常有兩種可用研究方法。一個是從人口學借鑒來的生命表分析，但這種方法很難對影響某一事件發生時間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另一個方法是對某一事件的觀察時間進行回歸分析，然而這種方法受監測和回答的極端不規律所制約。
Cox(1972)的風險比率模型(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的引入給這以研究領域帶來革命性的進展，它將上述兩種方法進行了綜合。Tuma(1976)以及Tuma和Hannan(1984)概括了這一方法使它能夠分析諸如結婚和離婚這樣的重複事件，多重類型事件(multiple type )，以及分析可在不同類型的情況間轉換(比如不同的工作類別)的事件。Yamaguchi(1991)和Petersen(1991)提出了這一方法可行性，強調應該在社會學研究中加以應用。Mayer和Tuma(1990)描述了從社會科學中搜集來的一系列的有關案例研究。風險比率模型的一個重要的應用領域是有組織性的出生和死亡過程，這對社會學來說是獨一無二的。Petersen(1995)將這一基礎模型向更深的層次進行了擴展。在當事件相互聯繫，即當某一類型的事件發生與否影響其他類型事件發生概率時，對多類型事件進行研究。其中一個例子是研究失業與離婚之間的關係。Xie(2000)討論了事件史分析在人口學和生命表分析中的起源。
醫藥學領域對Cox模型進行使用時，傾向於將基準風險(baseline hazard)作為非參數來使用，但是在社會科學領域，將它作為參數來使用有時會十分有效。例如，Yamaguchi(1992)對日本的長期雇傭進行了研究，在這項研究中生存比例和它的決定因素是最主要的興趣點。他發現協變數同工作變化的時間以及生存比例都有關聯。Yamaguchi和Ferguson(1995)將這一方法應用在生育的停止和間隔等問題的研究上。
社會科學中的事件史資料通常是在不連續的時間點上(比如按年)記錄的，一方面是因為事件傾向於在某年的特定的事件中發生，另一方面是因為測量方面的限制。結果，非連續時間上的事件史模型變得十分受歡迎(Allison,1982, 1984; Xie,1994)，在某些情況下這種模型比連續時間事件史模型更容易使用。處理多層次事件史資料的方法，平緩的時間變化協變數(smoothly time-varying covariate)和其他因素都逐漸被介紹到這一領域當中(Raftery, Lewis and Aghajanian,1995; Fahrmeir and Knorr-Held,1997)。
這一基礎框架被發現可以有效地模擬不同種類的現象：比如創新和社會影響的擴展。Burt(1987)為這一方法提出了一個理論框架，而提出通過擴展事件史模型來類比這一框架的是Marsden和Podolny(1990)，Strang(1991)以及Strang和Tuma(1993)。另一個由Diekmann(1989)和Yamaguchi(1994)發展出來的方法是使用加速失敗時間模型(accelerated failure-time model)代替風險比例模型。
伴隨社會科學中的事件史資料而產生的一個問題是，中斷參與(drop out)常常與我們所感興趣的事件聯繫在一起。例如，人們傾向於在離婚前不久中斷參與研究，這對於離婚率的估計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災難。乍看起來這一問題似乎無法解決，但是Hill(1997)通過使用Hill，Axinn和Thornton(1993)建立的共用非測量風險因數(Shared Unmeasured Risk Factor, SURF)模型為這一問題構造了一個精美的解決方案。儘管我們不能知道中斷參與的人中哪一些人確實會在不久後離婚，但是我們卻可以估計哪些人是離婚風險最高的人，這便是這一方法的主要技巧。人們可以用這些資訊來修正通過對含有離婚和中斷參與等因素進行模擬得到的離婚率的經驗值。
3.4 二分因變數(Binary Dependent Variables)
我們常用“有限因變數”(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來指在某一回歸模型中的分等級的因變數，由它的可能值構成的集合因為嚴重違反普通線性回歸(normal linear regression)的假設條件而不能用這種方法進行分析。典型的例子是二分因變數，其他的包含了定類變數、定序變數和複合變數以及僅限取正值的變數。
有限因變數，尤其是二分因變數，在社會研究中不斷出現，在頂尖的社會學期刊上有許多文章使用了專門為處理這種情況而發展出的模型和方法。不過這一領域的大多數研究方法的進展都是來自於社會學外的其他研究領域。但是，社會學家在介紹，改造和綜合這些方法的工作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具體的情況可參閱Long(1997)以及Xie和Powers(2000)的著作。
對於二分變數，社會學在過去二十年中所使用的方法是邏輯斯蒂回歸(logistic regression)。這一方法的許多早期的成就都是在醫學領域中取得的(Cornfield,1951, 1962; Truett, 1967)，Cox(1970)的專論則將這一方法介紹給更多的研究者。廣義線性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odel)的出現(Nelder and Wedderburn, 1972)，人們對邏輯斯蒂回歸獨特性的認識，以及相關的GLIM軟體(Baker and Nelder,1977)的發展，幫助邏輯斯蒂回歸成為許多學科，尤其是社會學和健康學中的標準的工具。現在GLIM軟體的一些版本或者其衍生程式已經被包含在大多數的主要商業統計軟體中。
邏輯斯蒂回歸並不是對二分變數進行回歸的唯一可用的模型。在大多數概率都分佈在0和1中間時(比如在0.1和0.9之間)，常規線性回歸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結果。而邏輯斯蒂回歸比線性回歸更加準確，比如說它將所得出的概率值限定在0和1之間。不過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圍繞邏輯斯蒂回歸是否真的有必要這一問題產生了一場辯論，反對者認為用這一模型進行估計太複雜，並且比起線性回歸模型來需要更多的時間進行電腦處理。但是隨著電腦運算速度的迅速提高，這一方法所需要的額外的運算時間便可以忽略不計，這場辯論最終得出了有利於邏輯斯蒂回歸的結論。
另一種方法是逆正函回歸(probit regression)，在此回歸中假設因變數產生於對一個不可觀測正態隨機變數的截斷，這些變數的期望值與引數呈線性關係。這以方法有著堅實的基礎並且容易進行估計，因為它也是一種廣義線性模型所以也可以用GLIM來進行估計；它得出來的結果與從邏輯斯蒂回歸中的到的結果十分近似。然而，在社會學和其他諸多領域中，這以方法正逐漸被邏輯斯蒂回歸所代替，這或許是因為邏輯斯蒂回歸係數可以被作為風險比來解釋的緣故。但是在統計學界，近年來對逆正函回歸的探討又出現了一次復興。這是因為潛在變數被引入這一方法，因此便可以相對容易的作為一個組成因素被包括到更為複雜的Bayes模型，這個模型常用馬爾可夫鏈之蒙特卡羅法(MCMC)，來進行估計(Albert and Chib, 1993)。
一個更進一步的模型是互補雙對數回歸(complementary log-log regression)，在這一回歸中log(-log(p))被假設為對因變數的一個線性組合，其中p為我們所關心的事件的條件概率。這也是一個廣義線性模型並且容易用來進行估計。它可以比邏輯斯蒂回歸更好的擬合數據，尤其對於引數的極值它能給出十分不同的預測概率。這種方法的一個例子是由Raftery和Hout(1985)進行的關於愛爾蘭教育變遷資料的討論。詳情可參見Kass和Raftery(1995)的有關著作。
Logan(1996, 1997)的雙面對數比率模型(two-sided logit model)是一個重要的發展。這一模型認識到，在社會生活的許多情況中，個體需要在不同的結果之間進行選擇，而決定這種選擇的是個體傾向和態度以及現有的可能的選擇。比方說，在勞動力市場中，個體最終找到什麼樣的工作，不僅取決於她或他自己的態度、傾向和長處，而且還取決於勞動力市場中其他應聘者、雇主的情況和他所可能獲得的工作本身的情況。Logan的方法是將這些過程同時納入模型中，通過分析他們之間相互作用來解釋勞動市場的最終結果。這一模型既可以適用於個體層次的資料也適用於以交互表形式進行綜合的資料。
3.5 其他有限因變數(Other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
邏輯斯蒂回歸已經被擴展到對二分類以上的定類因變數的分析中，參見Hosmer和Lemeshow(1989)的著作。對多項邏輯斯蒂回歸(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的最大似然估計也變得比較直接並且對這一模型進行分析處理的軟體也已經問世。Begg和Gray(1984)表明這一方法可以用一個適當的邏輯斯蒂回歸來進行良好的近似。詳情可參見Hosmer和Lemeshow(1989)。邏輯斯蒂回歸也已經被擴展到對定序數據的分析中。見McCullagh和Nelder(1989)以及Agresti(1990)的著作。
有限因變數的另一個重要的種類是用來分析因變數取值為正，但當它等於零時卻對應一個不可忽視的概率值的情況。比如說從工作中取得的收入：一些人雖然失業或退出勞動力群體，他們從工作中獲得的收入為零，但是另一些人卻都有一定的收入。這種類型的資料通常用Tobin(1958)所創立的Tobit模型分析。在這個模型中，假設那些收入為零的人實際上有一筆未被觀察到的取值為負的收入，他的真實收入(現在假定收入可以取所有的正值和負值)可以用常規的線性回歸來獲得。
Tobit模型的基本形式看起來不能令人滿意。首先是因為這種假定的不可觀察的值實際上不存在，有時那些收入為零的人實際收入確實為零(如果不考慮測量誤差的話)，而另一些未被觀察到的負收入實際上也不存在。可能更為嚴重的是，模型中假設的決定人們是否能從工作中得到收入的那些變數，與決定人們有多少收入的那些變數基本相同。然而，如果哪些決定人們是否進入勞動力群體的因素，與那些決定已經在勞動力群體中人們獲得多少收入的因素十分不同的話，情況可能會比較簡單，但是在Tobit模型中這一點難以區分。
Tobit模型在針對二分因變數進行分析的專用模型出現和廣泛傳播之前就已經建立了。然而現在已經有了一種簡單的辦法能夠避免Tobit模型的問題。即分兩步建立模型。在第一步中，不論因變數值是否為0，都對其進行逆正函回歸。第二步中，因變數為收入的數量，而且僅僅包含那些收入為正數的個體。這是一個標準的樣本選擇模型，它推動了Heckman(1979)二階估計因素法(two-stage estimator)的發展。Amemiya(1985)將此稱為第二類Tobit模型。Winship和Mare(1992)對這一領域的發展過程進行了梳理。
有限因變數的另一個類型從對複合資料(compositional data)的分析中產生的。其中因變數是所有正值之和的一個向量，包含了他們的比例。例如在對家庭開支的分析中，回答是一個向量，其中的每一個因素都是家庭總開銷在不同類別上的比例，比如房租，食物，日常開銷，教育等等。人們最初的想法是對每一個比例分別進行回歸然後建立模型，或者使用一個能夠分析不同回答之間相關性的多元回歸的方法。但是這些方法都行不通，因為將回答加總成為一類不滿足標準分佈假定限制了這些方法的應用。對這些資料的考察基於單一的，與這種三角關係相似的多維度關係，而不是基於完全的Euclidean空間。Aitchison(1986)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進行了總結，他的主要見解是首先將p維的比例向量用多元邏輯斯蒂轉換的方法在完全Euclidean空間中轉化成(p-1)維的向量，再用標準的方法進行處理。
3.6 多層次模型(Multilevel Models)
多層次模型將回歸模型及其的廣義模型擴展到一個新領域，在這一領域中個體層次的結果不僅僅依靠個體層次的共變，而且還依賴於社會情境。在社會科學中這些方法的發展都是在教育研究領域取得的。在一個經典案例中個體層面資料是評分和考試成績，而情境則為班級，學校，學區，州等等。
人們經常對以下的情況感興趣，即個體層次特徵的影響效果，比如家庭收入，要取決於所處的情境。例如，我們可以假設在某些學校中家庭收入對學生考試成績差異的影響要小於它在另一些學校中的影響。要檢驗這一假設的效果並且用模型對其進行估計，最簡單的方法是通過固定的多層效果模型(a fixed effects multilevel model)。假設yi是學生i在學校s(i)中的成績，資料代表了s個學校，xi是學生的家庭收入。這樣一個固定效果模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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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βs(i)是家庭收入在學生i的學校中對考試成績產生的影響，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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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學校j都有一個不同的回歸係數βj。這一模型可以用普通最小二乘回歸法進行估計。詳細內容可參見Boyd和Iversen(1979)以及Blalock(1984)的著作。
這一模型面臨著一些困難。其中之一是模型中要估計的參數有(s+2)個，如果有許多學校包含在內的話，需要進行估計的參數就很多，因此這一模型就會變得難以進行精確的估計和解釋。另一方面，如果來自某一學校的學生數量很少，對這一學校的回歸係數的估計相對於對其他學校來說變得比較極端，所得出的估計可能不太可靠。由於比較極端的估計值是許多研究都感興趣的問題，所以這是此種方法的一個缺陷。
人們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期克服在這個模型和在更為複雜和現實的情況中應用隨機效果模型(random effect model)時所遇到的困難。在一個簡單改進中，公式(3)被以下的公式所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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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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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5)與方程(3)的不同之處是(5)中僅有四個指數需要進行估計，而不是(s+2)個。另外誤差項的方差不同，而且受引數的影響。結果，估計的“學校效果”(school effects)變得不那麼極端。在許多情況下，“縮水”後的估計值平均說來都比較理想。(Morris,1983)。
隨機分層效果模型的思想起源至少要追溯到Lindley和Smith(1972)處，他們介紹了在Bayes情境下對這一方法的應用。對這一類的模型的稱呼有很多種，包括多層次模型(multilevel model)，等級模型(hierarchical model)，隨機效果模型(random effect model)，方差因素模型(variance component model)，情境模型(contextual model)，隨機係數模型(random coefficient model)和Bayes參數經驗模型(parametric empirical Bayes model)。這一領域的研究從一系列高水準的學術著作中獲益匪淺。參見Bock(1989)，Bryk和Raudenbush(1992)，Longford(1993)，DiPrete和Forristal(1994)，Goldstein(1995)，以及Snijders和Bosker(1999)的著作。在電腦軟體的幫助下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應用這些方法，這些軟體包括了HLM，MLn和VARCL，這對於這一思想的傳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這一方法大多應用在教育研究領域中，但是在社會學的其他領域這一方法也有重要的應用。對生育率的下降的模擬(Mason,1983; Entwisle,1985,1986,1989; Wong and Mason,1985)是將這一方法擴展到人口學應用中一次成功的應用。另一個成果豐碩的領域是在元分析(meta-analysis)，一種對不同研究結果進行綜合的方法。(Hedges and Olkin,1985; Goldstein, 2000)。
這個模型可以根據EM法則用最大似然法進行估計，將隨機效果看作“缺失資料”(Dempster, Laird and Rubin, 1977)。近年來，Bayes公式在將模型(5)那樣的等級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擴展到更為複雜的領域過程中的作用已經被證明。這些領域包括含有有限因變數的多層次模型(multilevel model)，事件史結果(event history outcome)，多變數結果(multivariate outcome)等領域。用馬爾可夫鏈蒙特卡羅方法(MCMC)進行估計的做法被證明是十分有效的(Gelman,1995; Daniels and Gatsonis,1999)。這一模型最近在社會科學領域的應用包括了Bradlow和Zaslavksy(1999)，Boatwright(1999)，Datta(1999)以及Elliott和Little(2000)的研究。這一模型的應用似乎會成為未來研究中一個頗具發展潛力的領域。
3.7 缺省數據(Missing Data)
社會科學研究中常常會遇到缺省資料。迄今為止，最常見的處理這類資料的方法是用單舉法剔除(listwise deletion)，在這種方法中如果任何一個變數含有缺失資料的話，與其相對應的個案就會被從分析中剔除。有時含有大量缺失資料的變數也會被剔除。在沒有大量個案被剔除的情況下這一方法十分有效，因為缺失的資料是隨機的所以參數的無偏估計依然是無偏的，唯一的缺憾就是由於資料量的減少帶來的精度損失。
然而，在變數十分重要而所缺失的資料量又非常大的時候，這一方法就遇到了困難，因為許多有用的資料也同時被剔除。圍繞著這一問題，研究者嘗試了各種各樣的辦法。其中的一個方法是均值替換法(mean imputation)，即用其他個案中該變數觀測值的平均數對缺失的資料進行替換，但這種方法會產生有偏估計，所以並不被推崇。但不幸的是，這一方法經常被使用，甚至一些廣泛使用的商業軟體中也將這一方法作為被選方案之一。個別替換法(single imputation)通常也被叫做回歸替換法(regression imputation)，在該個案的其他變數值都是通過回歸估計得到的情況下，這種方法用缺失資料的條件期望值對它進行替換。這雖然是一個無偏估計，但是卻傾向於低估標準差和其他未知性質的測量值，而且這一問題會隨著缺失資訊的增多而變得更加嚴重。
多重替代法(multiple imputation)(Rubin, 1977)似乎是研究者將達成的有關這一問題解決方法的一個共識。它從相似情況中或根據後來在可觀測的資料上得到的缺省資料的分佈情況給每個缺省資料賦予一個類比值。結合這種方法，研究者可以比較容易地，在不捨棄任何資料的情況下對缺失資料的未知性質進行推斷(Little and Rubin,1987; Rubin,1987, 1996)。這並不是唯一的解決方法，多重替代法已經受到批評，同時其他解決方法也已產生(Fay,1996; Rao,1996)。現在已經有可能使用EM法，針對缺失資料簡化模型，通過用最小二乘估計計算模型參數，進而估計缺失資料並推斷它們的未知性質(Little and Rubin,1989; Little,1992)。
多重替代法基本邏輯以及用它來進行的推斷都符合Bayes規則。最近，一種以馬爾可夫鏈之蒙特卡羅法為基礎的Bayes方法被發展出來用以解決這一問題(Schafer,1997)。這種方法在允許同時擬合缺失資料值和參數值的前提下，得到了一個包含所有缺失情況後的參數分佈樣本，從而拓展了多重替代法。與Rubin的原始多重替代法相比，這一方法可以得到關於參數未知性質的更為精確的估計和描述，但是在這一方法的使用過程中還是顯得頗為繁瑣。
多重替代法的有效性有賴於這樣的一個假設是否成立，即：特定的資料缺失相對於其他的資料來說是否是隨機的和獨立的。“純隨機缺失”(missing completely at random, MCAR)這一術語被用來指稱這樣一種情況，即缺失情況相對於所有可觀測和不可觀測的資料來說，在統計學意義上是獨立的。值得慶倖的是，人們發現多重替代法的有效性並不是必然受到這個很苛刻的假設條件的影響。事實上，只要缺失的資料與不可觀測的資料之間保持獨立的話，這一方法就有效，這一情況被稱為“隨機缺失”(missing at random, MAR)。這後一種要求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可以被滿足。但是如果缺失情況是與缺失資料本身存在某種關聯的話，這一條件便不能被滿足(例如，假設高收入的人更有可能拒絕回答他們收入水準)。我們在上文中已經討論了一種解決這個更複雜的被稱為“不可忽略的缺失”的問題，也就是用SURF的方法研究事件史資料中的特殊案例。
3.8 因果關係(Causality)
我們已經討論的回歸和其他大多數統計模型的目標，就是要對潛藏在社會生活背後的社會行為和社會結構的運行機制進行描述。換句話說，就是進行因果關係的描述。但在另一方面，統計學家儘量避免使用因果性的語言，因為他們非常清楚統計學模型可以展示變數之間的關聯，但是不能證實這些關聯就是他們原本就有的因果關係。
在社會科學中，用回歸討論因果性的方法已經出現，這是因為它與經驗社會研究者的研究程式非常吻合。多數社會科學研究都是按照這一程式來進行的，首先由研究者假設一個因果理論，即一個現象為什麼發生和怎樣發生，指出變數X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結果Y。下一步是收集X和Y的觀測資料。如果觀察到X與Y之間存在著某種相關關係，那麼這就給因果理論提供了一個支援。但是這並不能證明它們之間的相關是一種因果關係，因為對這種相關關係可以有多種多樣的解釋，比如：(a)有可能是Y導致了X的產生，而不是相反。(b)可能有第三個變數或者變數集合Z同時導致了X和Y的產生。
在這些情況下最常用的方法是，收集關於X和Y的時間序列資料或者縱貫資料儘量排除(a)，收集盡可能多的關於共同原因Z的假設，儘量使(b)的情況變得不可能發生。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是對Z進行統計控制，在單獨對Z的取值進行研究的前提下，考察X和Y之間的相關關係是否還存在。如果Z可以有多個可能的取值(因為Z可能含有多個變數或者包含了有多種可能值的變數)，使用這種方法便會遇到困難，如此建立起來的回歸模型便是以一種有限的方式來表達這些相關關係的。在控制了Z以後，如果X對於Y的效果依然顯著，這便成為證明這一因果關係的一個證據。但是這並不能夠證明X和Y之間一定存在著因果關係，因為或許還有其他的Z變數是我們不能夠進行測量或者沒有想到的。
當我們有更多的涉及因果關係的資訊時，比如存在一個獨立的變數，它與X和Y中的某一個有因果聯繫但是與另一個沒有這種聯繫，在這種情況下有時是可以做出因果推斷的。基本的方法是用工具變數(instrumental variable)進行估計，這種方法是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在此我們將不展開討論。
許多科學家試圖在沒有更多的因果資訊時，對觀察得到的資料進行因果推斷，並且敍述有關的方法，以及給出一個實做的案例。與此有關的爭論依然在繼續。現在針對這一問題通常所採用的方法有兩種：結構方程或圖示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or graphical model)以及反事實方法(counterfactual approach)。
第一種因果推理的方法取向是結構方程模型或者更近期的圖示模型。這一取向產生於從資料的多元結構（或許僅僅是橫剖結構）推斷因果結構的努力中。關於這一方法可行性的最大膽的陳述是由Spirtes，Glymour和Scheines(1993)做出的，Blalock(1961)和Costner(1969)的著作也對此做出了貢獻。在這些著作中他們辨稱道“相關關係並不意味著因果關係”這一說法在雙變數中顯然是正確的，但是在三個或更多的變數存在的情況下，這一說法就不一是有效的了。他們舉了一個十分簡單的例子：在某一案例中，如果三個變數X、Y、Z的相關關係結構是X—Y—Z這樣的形式時，X、Z都與Y相關，但是它們之間不相關。他們指出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人會贊成這些資料的因果關係應該為X —> Y <— Z，而且他們給出了使這些推斷為真的條件。
為了擴展這一方法，Spirtes(1998)考慮了線性結構方程模型，並且提出了一些隨之產生的問題。如果一個因果模型很好地擬合了資料，那麼是否存在一個與其不同的另一個等效的模型來解釋同樣的關係結構？如果存在，這樣的模型有多少呢？如果存在多個這樣的等效模型，那麼是否有可能將這些模型的共性都歸納出來呢？在結構方程中，什麼時候一個非零的偏回歸係數與一個非零的係數相對應呢？他們使用Verma和Pearl發展的d區分法(d-separation)的要素對一部分問題進行了回答。這可以被看作對條件獨立概念的一個總結。這使得脫開圖示進行因果關係解讀成為可能。
當前的第二種主要的因果推斷的方法是反事實方法。這一方法起源於這樣一個想法，即：隨機的實驗，被訪者的全面合作和沒有缺失的資料，是對干預效果進行因果估計的最優的標準。在社會科學中，有時可以通過隨機實驗來對社會計畫的實施效果進行估計。然而，與其他科學領域的隨機試驗不同，社會科學中的試驗會受到不合作問題的困擾，即一些人拒絕接受被指定好的對待方式。這類的試驗也受到缺失資料的影響。
Rubin(1974) 最早提出用反事實法對來自此類實驗的資料進行因果估計，後來這一方法被稱為Rubin因果模型。Holland(1986)，Manski(1993,1995)，Manski和Nagin(1998)以及Heckman和Hotz(1989)對這一方法進行了細緻的討論。Barnard(1998)詳述了這一方法的應用過程。他闡明了在這一框架中處理不合作以及缺失資料的方法，展示了這些方法在一個自然隨機實驗——Milwaukee父母選擇計畫(Milwaukee Parental Choice Program)分析中所發揮的作用。
Sobel(1990,1994,1995,1997,1998)研究了反事實方法在分析觀察資料方面的應用。這種方法在社會學中的應用，比Rubin和它的合作者所考慮的在隨機實驗中的應用要普遍得多。Sobel認為在使用從觀察中得到的資料進行研究時，社會學家應該儘量辨別原因，然後考慮能夠滿足條件隨機分配(conditional random assignment)假設的協變數，並且在研究中對他們進行測量。在Sobel(1998)的著作中，他將自己的推理應用到Featherman和Hauser(1976)的成就模型中，他總結認為，家庭背景對教育成就和職業成就的影響應該被視做是因果性的。Sobel從這個清晰的因果效果案例中得出的結論表明，在社會學研究中只有少數觀察性研究能夠符合他對因果推理設下的標準。簡單說來，這是因為很少有人能確定自己的研究中沒有未被測量的共同原因。當從觀察研究中得來的因果推理成為可能時，他對這個相對稀少的案例的細緻描述將被證明是有用的。
但是，社會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將事實按照因果解釋力的大小進行排序，觀察性研究可以允許人們這樣做，而不管我們是否能在此基礎上做出絕對意義上正確的因果解釋。這類研究的確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分辨出最好的現有因果理論的評價基礎。為了做到這一點，最常用的方法是通過檢驗回歸模型中的一個或者數個係數的顯著性。這樣做會有一個局限：它只能被用來檢驗與成對的和嵌套統計模型相對應的理論。但是，通常狀況下，我們所比較的理論在內部都不能以這種形式互相契合，實際上這些理論常常以不同的形式來解釋社會現象，因此不符合嵌套假設。從這個意義上講，對這些理論進行標準的統計顯著性檢驗將會非常困難。然而，Bayes因素法仍舊可以完成這些比較(Kass and Raftery,1995; Raftery,1995)。
儘管人們已經廣泛認為社會學研究的基礎是對因果關係的尋找，但這一點並不是不受爭議的。比如，Abbott(1998)曾指出，儘管目前因果回歸模型主導著美國社會學界，但是這一模型過於狹窄，需要對它進行擴展從而容納解釋性統計的更多的意義，同時需要恢復描述統計在統計學中的中心地位。他認為基於歷史敍述的方法(historical narrative-based approach)是一種對社會生活的更為有趣，更為吸引人的解釋。他提出非統計擬合模型(non-statistical simulation model)以及聚類分析(cluster analysis)是這一領域中的很有應用潛力的方法，它允許研究者對社會生活的關係、空間以及時間特性進行描述。這種“非因果”(non-causal)或者“後因果”(post-causal)思潮是第三代統計方法的一個重要的部分。我們現在將轉入對它的討論。
4 第三代統計方法:新資料,新挑戰,新方法(New Data, New Challenges, New Methods)
4.1 社會網路和空間資料(Social Networks and Spatial Data)
社會網路由成對的關係集構成，比如青少年之間的朋友關係(Udry and Bearman,1998)，成人之間的性關係(Laumann, 1994)，或者婚姻交換的結構(patterns of marriage exchange)以及跨社會群體的政治聯合(White,1963; Bearman,1997; Padgett and Ansell,1993)。對與這類網路相關的資料的分析已經有很長的歷史(Wasserman and Faust,1994)。Frank和Strauss(1986)針對這種社會網路發展出了正式的統計模型，這種網路包括與Bayes圖表分析中所應用的馬爾可夫隨機域模型(Markov random field model)以及與使用Hammersley-Clifford定理(Hammersley-Clifford theorem)後的衍生模型相聯繫的社會網(Besag, 1974)。這導致了在社會網領域被廣泛看好的“P*”類模型的產生(Wasserman and Pattison, 1996)。另一個對社會網進行統計模擬的正規方法是由Yamaguchi(1990)發展的基於Goodman類關聯模型(Goodman–type association model)。
分析社會網所使用的方法大多數都針對資料完整且規模較小的資料集合。然而在實際應用中，比如性關係網絡結構在性傳播疾病的擴散方面(Morris,1997)，資料常常很大並且非常不完整。現有的方法對此也是一籌莫展。這正是遺傳統計學中的血統分析在數年前所處的階段，但是從那以後似然率(likelihood)和MCMC方法的使用使這一領域取得了巨大的進展(Thompson, 1998)。社會網相對於血統來說要更為複雜一些，因為血統傾向於具有一個樹形的結構，而社會網常常是一種迴圈結構，但是社會網方面的進展也是有可能的。
多數社會性資料都具有空間性，但是在社會學研究中這一事實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一個重要的例外是Massey和Denton(1993)的有關人種的居住區隔(residential segregation by race)的研究，這一研究使美國社會學中一個較早期的傳統——對美國社會的空間分析得以復興(Duncan and Duncan,1957)。最近，在對亞洲的避孕和生育率的研究方面(多數重要專案關注中國，泰國和尼泊爾)，研究者對衛星圖像和地理資訊系統(GIS)資料進行了富有成果的分析(Entwisle, 1997)。
在社會學中更廣泛使用空間統計法似乎成為可能。空間統計學在最近的40年中取得了很大的發展。模擬空間依賴關係的最有成果的兩種方法是基於地理統計學(geostatistics) (Matheron, 1971, Chiles and Delfiner, 1999)，和馬爾可夫隨機域(Markov random field) (Besag, 1974; Besag, York and Mollie 1991)。地理統計學對距離進行了細緻的空間相關模擬。在另一方面，馬爾可夫隨機域建立在鄰居的基礎上：一項觀察被直接與其鄰居聯繫起來，除了它的鄰居外，這項觀察與其他所有的案例都保持條件獨立。如果社會資料的空間分佈比較規律馬爾可夫隨機域便是一個對這類資料進行分析的有效工具，但是對於非均勻分佈的空間個體，地理統計學或許會發現對空間依賴進行研究更為容易。對社會性資料來講，它與地理距離之間的相關並非最為緊密，在一些新的基礎上，比方說人口流動或者資訊流動的基礎上定義的距離，在一些研究中與資料的關係更為密切。但是我還沒有看到在這種類型的距離基礎上產生的有關空間統計模型的任何著作。
4.2 文本和定性資料(Textual and Qualitative Data)
許多社會學資料的最初形態都是文本化的，比如訪談，調查中對開放問題的回答，人種志的記述等。如何對這些資料進行正式的統計分析，並且從中做出推斷仍舊是一個有待回答的問題。現有的在正規分析方面的研究聚焦於標準內容分析(standard content analysis)，主要包含了用不同的方法對文中的詞語進行計數。如果對詞語和句子所出現的情境進行分析的話可能會產生更好的結果。最近在這方面的產生了一些有益的努力，這包含了Carley(1993)的地圖分析(map analysis)，Franzosi(1994)建立的理論方法，以及Roberts(1997)類別語義語法(generic semantic grammar)，但是這剛剛觸及了皮毛。人的頭腦在分析單獨的文本方面十分優秀，但是電腦卻不行，或者說至少現在不行。從這方面講，對文本資料的分析與圖像分析(image analysis)和語言辨析(speech recognition)等其他問題相類似。擺在這些問題面前的一個巨大挑戰是如何對網路進行資訊修補(Jones and Willett, 1997)，現有的大多數搜索引擎都是基於簡單的內容分析法之上的。在社會學中更多的文脈分析方法(contextual methods)的出現或許會對這一領域的發展有所幫助。
Singer(1998)在結合了定量和定性的方法之後，對文本資料的分析進行了一次頗具啟發性的嘗試。他們使用了一個標準的個體層次的資料集，對每個人都進行250個變數的測量，然後將他們轉化成書寫形式的傳記。然後他們對這些傳記進行考察以發現共同的因素，然後進一步將這些因素歸入更為類別化的陳述中。
最近Raudenbush和Sampson(1999)在“生態計量學”(ecometrics)的名稱下，在系統地分析定性資料方面進行了先鋒性的研究。他們的著作是在對毗鄰環境類型的研究的推動下產生的，在這一研究中，研究者將毗鄰環境的類型與犯罪聯繫在一起，比如自然物破敗(廢棄的建築)，自然混亂(比如塗鴉)，和社會混亂(比如，街頭的毒品交易)。研究這類問題的一個標準的定量方法是通過來自某一毗鄰環境的應答者集合，對毗鄰環境的影響效果進行分析，但是Raudenbush和Sampson令人信服的宣稱，這種做法並不能在直接觀察的基礎上提供一個獨立、客觀的對環境的評價。他們的資料由對23000個街區的錄影或觀察日誌組成(Sampson and Raudenbush,1999)。他們將這些資料進行編碼並且發展出一個等級模型(hierarchical model)，用這一模型來評估和計算針對自然物和社會混亂的評價尺度的可靠性。
Raudenbush和Sampson將他們的工作牢固的建立在Reiss(1971)的系統社會觀察的框架基礎上，這一框架包含了允許進行複證，以及使用與觀察資料相獨立的觀察的平均值的清晰規定。這對於分析來自定性的，文本的或者人種志的資料並從中做出推斷來說是非常重要的，Carley (1993)，Franzosi (1994)和Roberts(1997)的著作表達了這一思想。
有趣的是，Raudenbush和Sampson指出對個體和生態學效果(ecological effects)的研究或許過於強調了個體因素，這是因為那些已經得到很好研究的個體心理計量學的測量資料，可能比沒有經過很好研究的生態學資料更好一些。事實上，我注意到在許多社會學研究中，所報告的情境的或者毗鄰環境的影響是很弱的，有趣的是，這或許是由測量水準有限所致而不是由於他們的關係原本就很弱而導致的。這類的資料迫切需要空間統計分析。Raudenbush和Sampson認識到了這一點，並且也把它作為將來研究的一個主題，但是他們的工作至今還沒有將空間關聯性考慮在內。
4.3 敍述和序列分析(Narrative and Sequence Analysis)
對生活史(life history)最典型的分析方法是將它們簡化成變數，然後進行回歸和多元分析或者用事件史方法分析。Abbott和Hrycak(1990)認為這些標準的方法使一些當生活史（比如一個專業工作）被當作一個整體看待時，所顯現的一些重要的方面變得模糊。他們建議將生活史看作DNA或蛋白質序列的相似體，用從分子生物學中借鑒的最佳排列方法(optimal alignment method)以及聚類分析，來探測職業群體的共同結構。Stovel，Savage和Bearman(1996)使用這些方法描述了過去的一個世紀中職業體系在Lloyds Banks地區的變化。
後來，Dijkstra和Taris(1995)擴展了這一想法，使它能夠包含獨立變數，此外，Abbott和Barman(1997)使用了Lawrence(1993)的Gibbs抽樣序列探測模型，這一模型也是首先在微觀生物學中被發展出來的，而且似乎十分有效。
這些方法雖然很有趣，但它們同時還存在一些有待回答的統計學問題。這包括了序列方法論(alignment methodology)，例如插入，探測和置換成本如何被測定？除此之外在聚類分析方面，究竟有多少類？應該使用哪一個聚類方法？如何處理奇異值(outlier)？或許一個更加詳細的模型能夠有助於回答這些問題。聚類分析在很長時間內是一個特別的方法集合，將這一方法進行改進使它建立在正式的統計模型上，將有助於為這些問題提供一個原則上的回答(Banfield and Raftery, 1993; Fraley and Raftery, 1998)。另一個分析序列資料的方法是Yamaguchi和Kandel(1998)發展的基於對數線性模型的方法。
4.4 仿真模型(Simulation Models)
研究社會過程另一個更具體的方法是使用宏觀或者微觀的仿真模型。這些模型通常十分複雜並且具有較強的確定性，它代表了一個互相作用的不同分隔(compartment)的體系，每一個分隔由一系列的微分或者差分方程構成。這些方法能夠分析的問題有，不同理論中有關國內政治和戰爭的互動方式的論述(Hanneman, Collins and Mordt, 1995)，集體行動的社會機制(Kim and Bearman, 1997)，以及在HIV傳播過程中性關係網絡的作用(Morris,1997及其引文)。
這些模型所遇到的困難是，用來對諸多變數進行估計，對模型的擬合程度進行評估以及對不同模型進行比較的方法還沒有建立，所有這些都是在非正式的比較中完成的。其他學科中建立在堅實的統計學基礎上的，對這些模型進行推論的方法對於社會學會有一定的幫助作用(Guttorp and Walden,1987; Raftery, Givens and Zeh, 1995; Poole and Raftery, 2000)。
4.5 宏觀社會學(Macro-sociology)
宏觀社會學致力於處理重大的問題，比如國家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這一方法分析的個案的數量傾向於很小，同時回歸之類的標準的統計學方法也難以應用。Ragin(1987)在他的一本頗具影響力的書中一針見血的指出了這一點。他自己提出的方法——定性比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看起來也並不令人滿意，因為它不允許有任何形式的變化，因此它對資料中或者應用的方法中的任何微小變化都十分敏感(Lieberson,1994)。
針對這種情況，一個解決方案是獲得更大的樣本，Bollen和Appold(1993)正是這樣做的。但是，在更多的情況下這一點難以做到，因此它不是一個普遍的解決方案。另一個解決方法是使用標準回歸模型對具體的個案進行細緻入微的分析，而不是在強大的先驗資訊存在的情況下進行Bayes估計，在這一領域這類先驗資訊通常來自實踐(Western and Jackman,1994)。Bayes因素法通常也對此問題有所幫助，因為這一方法與標準的顯著性檢驗相比在小樣本方面更有彈性，並且允許用事實對評估結果進行校準，而不是強制性的拒絕或者接受一個假設(Kass and Raftery,1995)。他們也提供了一個考慮模型非確定性的方法，這種非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中通常很大(Western,1996)。
5 討論
統計學方法在社會學領域的應用已經走過了半個世紀的成功歷程，發展出了交互表模型以及被廣泛使用的分析個體層次資料集的方法。這些都對社會學獲得今天這樣的科學水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一充滿新型資料和新挑戰的領域對進一步開展統計研究來說已經成熟。
未來的方向在哪里？正如我在以上三代統計學方法的劃分中所暗示的那樣，我感到這一推動了第三代統計方法產生的資料類型所帶來的問題，在不久後可能會激發出社會學方法論領域一些最激動人心的進展。但是還會有許多與當前技術發展過程中產生的資料類型聯繫在一起的新方法產生。比如，為調查者提供電腦並請他們線上回答問題，也許會成為以後一個時期一種新的調查方式。這種方式有可能產生新的方法論問題，比如在不等的時間間隔中進行重複測量的問題以及資料缺失(或者資料根本沒有使用價值)等問題。總之，網路會產生大量的新形式的社會科學資料，發展一套從這些資料中得出有效結論的方法將註定是未來主要挑戰的來源。
我要預言並且宣導的是，未來的發展將是多學科化的，它將跨越社會科學領域並且超越該領域。這一情況在二十世紀並不多見，在這一時期一個接一個社會科學領域在定量研究的複雜程度方面都獲得了巨大的飛躍，但是這些成就都是在這些領域之間處於相對孤立的情況下取得的。心理學或許是第一個完成這一飛躍的領域，Spearman和Thurstone在二十世紀早期的著作為此做出巨大貢獻，接下來Haavelmo，Tinbergen和Cowles委員會和其他一些人，在1930和1940年代發展出計量經濟學，從而使經濟學完成了這一過程。在此之後，1960年代隨著Blalock，Duncan，Goodman和其他一些我們已經提到的社會學家相關著作的問世，社會學開始了自己的行動。1990年代，Gary King，Larry Bartels和其他一些人開始將統計方法應用到政治學研究領域，並且在此過程中發展出了一些新的方法。
這些學科的發展歷程都比較相似。在定量化的轉變中都傾向於關注或在一定的條件下創造當時最為先進的統計模型，並產生了一批具有很強流動性的方法論專家。而在最早進行這種轉變的心理學和經濟學領域的方法論研究者已經相互聯合，形成他們自己的亞學科計量心理學和計量經濟學。後來定量方法的發展在這些學科中都發展的比較緩慢，但是他們都與當時造成定量研究跨時代轉變方法聯繫在一起。社會學也沒有擺脫這一歷程：在這一領域，定量研究工作仍然被1960，1970年代首先發展起來的方法所主導著(含有潛在變數的結構方程模型，一般線性模型，通過Cox模型進行的事件史分析)，而且仍然關注著這些方法的發展和改進。就像我已經討論過的那樣，這樣做有很多好的理由，而且這樣也會對整個學科產生非常正面的影響。但是，在當1990年代的統計模型，尤其是通過馬爾可夫鏈之蒙特卡羅方法進行的Bayes分析已經被年輕的政治學家所採用，並且貫穿了他們激動人心的、激烈的定量化革命時，這一方法對社會學研究領域的滲透卻還顯得十分緩慢。
當前，我們處在一個比幾十年前更加泛學科化的學術世界，對所有的社會科學學科而言現在是突破學科界限，共同將他們的定量方法推向前進的寶貴機會。在過去的幾年中，一些主要的學術機構都建立了他們自己的跨學科的研究中心，並投入資源對社會科學的定量方法進行研究。華盛頓大學建立了統計學和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哈佛大學的社會科學基礎研究中心加強了社會統計學的研究。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建立了空間整合社會科學研究中心(Center for Spatially Integrated Social Sciences)，並將研究焦點訪在空間統計學上。加州洛杉磯分校從社會統計學中產生的年輕的統計學系仍然與幾個社會科學領域保持著跨學科的緊密聯繫。哥倫比亞大學設立了從社會科學和統計學中衍生出來的又一個跨學科專業——定量社會科學碩士培養計畫。密歇根大學的定量方法計畫，在統計學系和一些社會科學系之間建立起聯合研究生培養協議。而在目前這些努力中最為成功的或許要數社會統計學系在南安普敦大學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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